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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公共人物制造或传播网络谣言的现象，需要结合自媒体时代背景，

在完善公共人物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规制。传统的公共人物理论有效地平衡了公

众、媒体和公共人物之间的权利，但自媒体的发展使得这一平衡被打破，应对公共

人物理论进行拓展与深化：公共人物的主体范围应当扩展至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

在定性侵权行为时，应区分实质恶意与一般恶意。对公共人物网络谣言进行有效规

制，要理性认识这些谣言的积极与消极作用。直接的规制方式包括可追索的匿名制

度、通过制度设计达到适度的 “警示效应”，间接的规制方式包括构建理性的网络

文化以及培育公平竞争的 “思想市场”等。

关键词：表达自由　公共人物　网络谣言　网络规制

　　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已引领我们进入了 “自媒体”时代。自媒体与崭新的数字科技密不

可分，其特点是传播者的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与普泛化，传播方式的互动性、网络化

和迅捷化。通过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和微信等 “自媒体”，一般公众能够与全球信息系

统相通，随时提供和分享与他们自身相关的事实与观点。〔１〕

　　自媒体改变了人类传统的交流方式，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公共人物制造或传播网络谣
言问题即是其中之一。〔２〕该问题涉及公共人物、表达自由及其规制等相关理论与实践，具

有高度的复杂性。公共人物理论在报纸、杂志等传统印刷业时代就已经产生，并能基本应

对其所处时代的主要问题。自媒体时代的不期而至使得公共人物理论陷入理论化不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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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问题无法有力回应的尴尬境地。传统的公共人物握有较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和

较强的维护、救济个人权利的能力，因此在与媒体报道或公众的表达自由相冲突时需要牺

牲部分隐私权和名誉权。而在自媒体时代，缺乏这些资源的一般人也有可能在不自愿的情

况下成为公共人物，能让一般人成为公共人物的个体，恰恰最有可能是其他公共人物。由

此，如何定义与解读公共人物，如何协调、权衡公共人物相互之间的隐私权、名誉权与表

达自由的关系，如何规制公共人物的网络谣言等问题，都是非常复杂且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平衡：公共人物的理论来源

　　公共人物理论是美国平衡时代宪法裁判的产物，〔３〕这一理论试图平衡两个群体之间所

享有的权利。第一类权利是掌握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媒体资源的主体所享有的名

誉权、隐私权。第二类权利是新闻媒体根据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享有的言论自由、

报道自由，以及公众的知情权。享有诸多资源的主体必须容忍部分权利与自由被限制，以

保证后类主体的表达自由等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公共人物理论发轫于这样一种纯朴的价值

预设：特定群体的自由与公共利益必须进行适当的平衡，公共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享有

适当优先地位。之所以有这样的预设，是因为传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认为，开放的政治言

论能够促进个人自治、民主发展和对真相与真理的发现，这些价值比公共人物自身的权利

和自由更为重要。〔４〕基于这种政治哲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一案一决、逐步扩张的司

法策略，构建起相对成熟的公共人物理论。

　　 （一）形成：公共官员

　　公共人物概念源自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５〕该案的基本案情是：负责管理警察

局事务的官员沙利文起诉 《纽约时报》，声称该报对他的影射性报导与事实不符，对他的批

评简直就是一种污蔑。沙利文的主张得到了初审法院和阿拉巴马州高级法院的支持，但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以９∶０的比例投票判定 《纽约时报》无需承担责任，并且提出了两个密切

相关的著名概念——— “实质恶意”和 “公共官员”。

　　 “实质恶意”是一个原则，即在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下，公共官员受到与履行

公职行为相关的诽谤时，除非能够证明对方出于实质恶意，否则无权请求获得赔偿。“实质

恶意”的含义是，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

“公共官员”是指 “掌握或被授予公共职权的人或通过选举、任命来执行部分政府主权的

人”，范围包括行政官员、法官和州雇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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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倾听他们高亢的声音》（ＨｅｅｄＴｈｅｉｒＲｉｓｉｎｇＶｏｉｃｅｓ）。该广告提到了警察对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做出的
一些阻挠和迫害行为，尤其在第三、六自然段中的一些表述是违背事实的，这引起了沙利文的愤怒。在他看

来，虽然报纸没有点名，但他作为负责管理警察局、消防局等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三名民选委员之一，报纸的

批评显然是对他的影射和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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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ｐｘ，２０１４年７月２日访问。



　　在沙利文案的终审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对案件所涉及的公共官员
的职权行为进行公开讨论和在公共论坛中自由地发表言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若过分干

涉这一自由，将会阻碍民主社会的问责机制发挥作用，最终也是对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表

达自由和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规定的践踏。据此，法官认定公民有权批评公共官员的有

关公职行为，对公民的这种言论所提起的诉讼请求，违反了联邦宪法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

由、出版自由和正当程序原则的规定，因此判定阿拉巴马法院所适用的法律规则违宪。同

时，在对以往诸多案例回顾和综述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虽然煽动叛乱法 （Ｓｅｄｉ
ｔｉｏｎＡｃｔ）规定了对公职人员名誉的保护，但由于该法限制了对政府和公共官员的批评，因
此与第一修正案相悖而无效。〔７〕

　　 （二）扩张：公共人物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问题的产生，“公共官员”概念开始转向一般意义的 “公共人物”。

其转向的契机是 “格茨诉韦尔奇案”。〔８〕在一起以施暴警察为被告的二级谋杀诉讼中，律

师格茨被聘为被害人家属的诉讼代理人。《美国观察报》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ｐｉｎｉｏｎ）的记者认为，
存在着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执法机关的阴谋活动，而格茨是一个 “列宁主义

者”或 “社会主义先驱”。格茨认为这一报道严重失实，作为国家律师指导委员会的成员，

他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没有丝毫关系。格茨由此对 《美国观察报》及记者提起了诉

讼。然而该报的记者辩称，其刊发的文章涉及公共利益和公众关心的议题，格茨具有公共

官员或公共人物的身份，本案应该适用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所确立的标准，除非格

茨能够证明记者具有 “实质恶意”，否则记者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认定，格茨只是在民权领域和法学界有些声望，但并没有达到众
所周知的程度，因而不算公共人物，最终判决格茨胜诉。尽管该案的判决有种种缺陷，〔９〕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格茨案中确认了公共人物的概念，并将以下两类人视为公共人物：

第一种是在所有背景下和从各个方面看，都具有普遍的声誉和知名度的人；第二种也就是

更常见的公共人物，是指 “自愿地把自己置于特定的公共争议中，并因此在特定范围内成

为公共人物”。〔１０〕

　　 （三）成熟：三种公共人物

　　随着时间的经过，美国各级法院对待牵涉公共人物案件的处理越来越有经验。在前自
媒体时代，美国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公共人物理论。美国法学界通常把公共人物分为三

种，即普适性公共人物、自愿的有限公共人物和非自愿公共人物。〔１１〕

　　普适性公共人物，是指绝大部分时间都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在各种情况下都可被视为
公共人物的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公共官员。那些具有公务员编制的人，由于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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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子”。参见任东来：《新闻自由与个人名誉的艰难平衡———关于美国媒体的诽谤诉讼》，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前引 〔８〕，Ｇｅｒｔｚ案，第３２２页，第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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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着政府事务，并对这些事务负责”，〔１２〕有必要被视为公共人物接受来自媒体的监督。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普适性公共人物仅限于那些政府雇员，有些人，如影视明星，虽然没有

政府公职，但由于具有备受关注的好名声或坏名声，诱发了公众的兴趣和好奇心而被公众

普遍关注，在公共视野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也被视为公共人物。〔１３〕总之，只要是 “处于

具有普遍性权力或影响力的位置的人”，就可以 “被视为普适性公共人物”。〔１４〕哥伦比亚特

区巡回上诉法院在沃尔鲍姆一案中，〔１５〕进一步确认普适性公共人物是 “众所周知的 ‘名

人’，他的名字 ‘家喻户晓’。由于他的观点和行为值得注意，或者是他积极地在寻求这种

关注，公众认识并学习他的语言和行为”。该法院还特别指出，当事人是否理所应当地得到

这种关注并不重要，问题的核心是，“是否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会认为，公众实际上会关注这

个人”。〔１６〕

　　自愿的有限公共人物也被称为 “漩涡公共人物”。按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这类

人 “将自己置于公共问题的漩涡中，从事意在通过吸引公众注意力来影响结果的行为”。〔１７〕

界定这种公共人物的标准有三个：自愿置身其中、公共争议和影响结果。法院认为，“如果

一个人试图或现实地被预期对解决具体的公共纷争施加重要影响，那么他就成为一个有限

公共人物”。〔１８〕在认定这种公共人物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标准：（１）当事人是否具有
经常和持续接触媒体的能力。〔１９〕如果没有，就不应被视为公共人物。（２）当事人变得 “知

名”的背景是什么。如果只是通过媒体 “以合理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名誉”，法院就很难认

定其为公共人物。〔２０〕（３）如果一个人的出名是源于启动司法系统来解决生活中的日常问
题，那么他也不能成为公共人物。〔２１〕

　　与前两种公共人物相比，非自愿公共人物的概念在宪法上得到承认的过程则历经不少
波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这一概念的立场前后不一，曾经拒绝承认这一概念的法律意

义，又在后来的格茨案中认为 “非因故意行为而成为公共人物是有可能的”。〔２２〕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的判决强调，普通人物向公共人物转化的前提是这个人已经涉足公共问题，这一

点比公开报道更为重要。〔２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最终确立了非自愿公共人物的判定

标准：首先，“这个人从事的一系列行为，使其他人有理由相信，该行为会引发公众的兴

趣。同时，关于该行为的公共争议必须实际产生。不论与这一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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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２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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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Ｆｏｒｅｔｉｃｈｖ．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ｔｉｅｓ／ＡＢＣ，Ｉｎｃ．３７Ｆ．３ｄ１５５８（１９９４）．
同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通过诉讼请求离婚，也不构成格茨案中所确定的公共人物标准。虽然公众通

常对那些具有大量财富人士的婚姻问题很有好奇心，但这不足以构成将视他们为公共人物的正当化理由。同

时，一般人并不因为涉入吸引公众注意的事件或与其有关，就自动地成为公共人物。ＳｅｅＴｉｍｅ，Ｉｎｃ．ｖ．Ｆｉｒｅ
ｓｔｏｎｅ，４２４Ｕ．Ｓ．４４８，４５４（１９７６）；Ｗｏｌｓｔｏｎｖ．Ｒｅａｄｅｒ’ｓＤｉｇｅｓｔＡｓｓ’ｎ，４４３Ｕ．Ｓ．１５７，１６７（１９７９）．
前引 〔８〕，Ｇｅｒｔｚ案，第３４５页。
ＳｅｅＳ．Ｓｈａｃｋｅｌｆｏｒｄ，Ｆｒａｇｉｌｅ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ｃｙＲｉｇｈｔｓ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ｇｕｒｅｓ，４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５２（２０１２）．



必须与行为相关联”；其次，这个人 “在公共争议中必须被认为是焦点人物”。〔２４〕

　　综上，三种公共人物的最大区别，在于进入角色的时间和场景的不同。就普适性公共
人物而言，他是 “全天候”的。因此，他需要向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妥协的幅度更大，牺

牲的隐私权也更多，能够维系的隐私空间就更小。而自愿的有限公共人物，在更多时候可

能只是普通人，享有广泛的隐私权利。当他们自愿、主动地投身于公共视野中，吸引公众

目光的同时，也就牺牲了自己的隐私权。非自愿的公共人物，跟普通人并无二致，只是因

“一不小心”被卷入公共争议或公共事件时，才猝不及防地被牺牲了自己的隐私权———就像

一位不幸的机场调度那样。〔２５〕三种不同类型公共人物的特点，可以用下图来表明：

　　虽然从各自掌控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来看，三种公共人物可能存在数量级的差距，但
一旦进入公共人物这一角色，套上 “公共人物”这一外衣，他们都要享受或遭受公共人物

的待遇。除非他们能够证明媒体的相关行为满足 “实质恶意”的标准，其名誉权和隐私权

都要受制于媒体的表达自由。

二、失衡：当公共人物遭遇自媒体

　　自媒体时代既是原有时代的延续，又与原有时代并存。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信息产生和
传播主体的变化与传播方式的改变。前者表现为个人取代群体成为主要的传播主体，后者

表现为传播的多元性、开放性和迅捷性。在此种背景下，人们要对传播内容加以有效控制

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公共人物的隐私权、名誉权与公众知情权和表达自

由等不同价值之间存在大致的平衡，那么这些平衡在自媒体时代则在很多领域被打破而失

衡。诸如隐私权和名誉权等权利空间一缩再缩，而有些本不应被公众所知晓的信息也在自

媒体中被广泛流传。尤为重要的是，有些非自愿的公共人物原本不是强势群体，其所掌握

的各种资源并不多，却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推到了公共人物的地位，使其隐私权和名誉权

遭到侵害。而侵权者不仅包括一般公众，还包括一些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其他公共人物和

占有更多资源的媒体。如果此时仍然坚持以 “实质恶意”来平衡各方利益，会产生显失公

平的结果。因此，这些权利之间需要进行再平衡。当然，尽管这种失衡是在诸多相关利益

进行衡量之后作出的判断，但由于利益本身具有一定主观性，加上有时不同利益之间缺乏

可操作的通约性，这种失衡和再平衡，更多是在定性意义上作出的，难以通过 “数目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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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ｌｌｓｖ．Ｌｉｄｄｙ，１８６Ｆ．３ｄ５４０（４ｔｈＣｉｒ．１９９９）．
１９７４年 ＴＷＡ７２７航班发生坠机事故，八年后 《华盛顿杂志》有一个豆腐块大小的版面报道称机场调度有过

失，但不是坠机事故的全部原因。当事人戴姆隆认为这段文字是对自己名誉的诽谤，于是起诉了杂志。他的

身份成为本次诉讼的核心问题。上诉法院认为，尽管戴姆隆没有将自身置于这场纷争中，但是 “人们即便没

有同意，也能够涉入公共纷争”，于是最终认定鉴于戴姆隆事故当天也在调度塔内，他就成为这起坠机事故时

的 “非自愿的有限公共人物”。ＳｅｅＤａｍｅｒｏｎｖ．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Ｉｎｃ．，７７９Ｆ．２ｄ７３６（ＤＣ．Ｃｉｒ．１９８５）．



理”来进行精确的计算。〔２６〕

　　 （一）“被谣言”的公共人物：现实困境

　　传统模式中作为强者的公共人物和作为弱者的个体在自媒体时代强弱互易，身份发生
逆转，这类特定时空下的例子并不少见。相比传统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的公共人物在

“被谣言”之后，其救济自己名誉权或隐私权的能力和途径大大受限，甚至陷入有口难辩的

境地。维基百科创始人西根萨勒 （Ｓｅｉｇｅｎｔｈａｌｅｒ）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西根萨勒非常拥护言论自由，他甚至曾为此建立了一所言论自由理论研究中心。后来
的遭遇却使这位言论自由的卫道士开始怀疑自己的立场。２００５年的维基百科关于他的词条
这样写道：１９６０年代，担任罗伯特·肯尼迪律师助理的西根萨勒被传牵涉约翰·肯尼迪和
鲍比·肯尼迪兄弟二人的谋杀案，尽管还没有证据证明此事。这一传言令他非常恼火，想

揪出信息的发布者承担责任。不过，他最终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西根萨勒通过 ＩＰ地址找
到了服务商，后者坚持认为除非法院提出要求，否则其没有公开信息发布者的义务。这段

不愉快的经历促使西根萨勒改革了维基百科的信息公开政策，要求网民在发布信息之前必

须进行身份注册。〔２７〕

　　即使西根萨勒在追索责任者方面没有遭遇挫折，按照美国现有的法律，该案也未必能
够成功立案，即便立案也未必能够胜诉。因为这里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问题。首先是诉讼

主体的适格问题，根据通讯规范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ｃｅｎｃｙＡｃｔ）的有关规定，维基百科上
有关个人的诽谤性言论，不应被视为网络服务商的言论。那么，即便引发了侵权事件，网

络服务商也无需承担责任。其次是举证问题，即便西根萨勒能够确认信息发布者的身份，

也很难完成 “实质恶意”原则所要求的举证责任。

　　在对受损的名誉权进行自力救济方面，西根萨勒作为维基百科的创始人，比其他一般
公共人物更有优势。因为在网站后续词条的编纂过程中，他可以提供真实信息来更正涉及

侵权的谬误信息。然而，这种救济方式的正效应很难抵消侵权信息造成的负效应，就像羽

绒枕的枕芯———一旦被扯开，羽绒就会到处飞舞，不可能完全收回。〔２８〕即便他确实这么做

了，但是由于 “偏颇吸收”效应的存在，〔２９〕公众很可能只关心那些可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

资的政治八卦，而不关心他努力澄清的内容，“越描越黑”也不足为奇。〔３０〕以上分析表明，

公共人物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接近媒体的能力大小，未必就与纠正性言论的可接受度成正比，

适得其反也不是没有可能。

　　西根萨勒的戏剧性遭遇颇具讽刺意味：在网络谣言面前，即便像维基百科创始人这样
的自媒体世界的王者，也会感到无能为力。这样的案例在中国也时常见到，比如，在曾经

备受关注的 “宜黄拆迁案”中，享有公权力的宜黄政府完全处于弱势地位，面对自媒体反

事实的、扭曲、放大的报道，毫无澄清事实、还原真相的能力，最后只能将县委书记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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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０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４〕，ＤａｎｉｅｌＪ．Ｓｏｌｏｖｅ书，第１４２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４４页。
偏颇吸收是指，由于每个人的立场、偏好、期待不同，往往对于不同的信息有着不同的心理接受倾向，因此人们

都会按照自己的偏好处理信息，即便经过正反两方面的讨论，那些相信谣言的人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初衷，反而

更加坚信谣言。参见 ［美］卡斯·Ｒ．桑斯坦：《谣言》，张楠迪杨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９页以下。
同上书，第９页以下。



长免职来应付了事。〔３１〕这也表明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根本性差异。传统媒体中的公共人物

作为社会的强者掌控着社会资源和媒体权力，他们有能力澄清谣言、还原真相，对受到侵

犯的权利进行救济。但是在自媒体时代，曾经作为强者的公共人物在面对网络谣言的时候，

更像武侠世界里中了 “蒙汗药”的武林高手，即使有力也发不出来，最终还是需要解药的

帮助和拯救。

　　这个案例中还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在普适性公共人物中，西根萨勒比
一般的普适性公共人物握有更多更强有力的各种资源，是无可争议的强者中的强者，但即

便如此，对于一般人发布的网络谣言仍然无法有效应对。那些在自媒体时代因为种种原因

而意外成为非自愿公共人物的人士，由于掌握的资源比一般普适性公共人物还要少很多，

更加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其次，当遭遇网络谣言的时候，公共人物与媒体和公众之间的

平衡关系难以维系。强势的普适性公共人物对网络谣言已经颇感无力应对，当弱势的非自

愿公共人物遭遇来自公共人物的网络谣言时，则几乎毫无抵抗之力，失衡就此变为显著失

衡，甚至是完全的不公平。

　　 （二）被打破的均衡：理论不足

　　西根萨勒的遭遇，在自媒体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之所
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共人物在面临网络谣言时的被动与无力。其

特殊性在于，西根萨勒是一位普适性公共人物，而且在普适性公共人物中具有少见的强势

地位，更多的公共人物并没有他那样的优越地位，甚至有些公共人物跟普通人并无二致。

可见，原有的公共人物理论所营造的均衡在自媒体时代已经被打破，这一失衡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自媒体的发展使得非自愿公共人物数量激增，原本是传统媒体时代的普通人摇
身一变成为公共人物，其名誉权和隐私权均受到威胁。例如，我国备受关注的 “铜须门”

事件，最初只是一件普通的已婚女性与大学生出轨的私密事件。由于网络论坛的推波助澜，

当事人 “被”涉入公共事件而成为公共人物，不仅网名为 “铜须”的大学生的个人隐私被

侵犯，其家人、学校都受到重大影响。〔３２〕如果说大学作为公共组织，受到纷至沓来的电话

骚扰与舆论谴责还情有可原，那么 “铜须”的家人被 “人肉搜索”，被接踵而来的骚扰电话

所吞没和困扰，则使他们名誉权与隐私权受到严重侵害。传统公共人物理论的初衷，是鉴于

公众与公权力主体或者社会精英之间话语权的不对等，而对强势一方设置的制约。自媒体时代

多元的信息传播方式，却导致普通人因偶然牵涉公众关心的话题而成为公共人物，由于缺乏

传统公共人物所享有的实质性优越地位，将传统理论直接适用在他们身上往往有失公平。

　　其次，自媒体的发展使得公共人物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分配比例失衡。
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公共人物理论意在平衡公共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个体权利与社会

公共利益的分配。这种平衡基本符合比例原则，即把公共人物需要让渡的各种权利视为成

本，公众知情权、监督权以及社会秩序等公共利益作为收益，所得的收益大于成本。在传

统媒体时代，时间流逝和公众注意力的转移，使得公共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等所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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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柏峰：《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 “宜黄事件”切入》，《法学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参见任孟山：《“人肉搜索”的伦理悖论》，《中国图书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７期。



影响逐渐淡化乃至湮没。如果说原来的隐私信息与负面新闻很容易构成灰尘满布的 “断代

史”，那么自媒体时代的这些信息则已经转化为影响恒久的 “编年史”，而网络和自媒体就

宛若严谨冷酷的历史学家。索洛夫将这种现象比喻为新时代的 “红字”，〔３３〕互联网则将

“红字”以数字化的形式带入新时代，一个人的过错或者隐私已然成为无法抹除的烙印。〔３４〕

这也意味着，自媒体时代一方面给公共人物增加了更为沉重的成本支出，另一方面作为收

益的公共利益却没有明显增加。

　　第三，自媒体信息构造的碎片化和非程式化，使得公共人物理论难以在该时代语境下
自圆其说。“信息的碎片化”是指自媒体信息量大且难以系统化，以信息碎片的方式散落于

网络之中。“非程式化”意味着海量信息并不再像纸质媒体时代那样经由相对审慎的方式产

生和传播，而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自媒体发布信息，使得该信息更容易发生扭曲。

自媒体不仅提供了包括垃圾信息在内的海量信息，还让信息碎片化的特点更为突出，导致

理性决策较之以往更加困难。信息的非程式化使其更容易被歪曲和夸大，使得公共人物的

名誉权和隐私权更容易受到严重侵犯。自媒体时代还意味着只要有网络并且会使用电脑，

人们就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由于难以计数的信息生产者

和传播者会出于不同目的对信息进行 “再加工”，信息的扭曲无可避免。这种扭曲的信息片

段迅速广泛地传播的现象，马尔科姆 （Ｍａｌｃｏｌｍ）称之为 “社会传染病”。〔３５〕此时，以接近

或者还原信息的真实面目为己任的整合活动，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四，制约和平衡媒体话语权变得越来越困难。传媒业的发展、表达自由理论与实践
的丰富，使得人们将影响力和控制力与日俱增的媒体视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四足鼎立的

“第四种权力”。〔３６〕来自政府的权力需要被制约，媒体曾一度并将继续扮演制约权力者的角

色，这也是媒体被称为 “看门狗”的原因所在。〔３７〕此时，它所看的 “门”、保的 “家”，

是公民的权利疆域。但是，人们养 “看门狗”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希望让它成

为自家的主人，甚至沦为压迫自己的主体。自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的亚种之一，很有可能

是当前社会中最具控制力的媒介。这种缺乏制约与引导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比前三种具有

更强的攻击性。因此，网络空间的博主或论坛版主有时也带有类似 “社区警察”的身份，

不过是一种执法权缺乏规制的警察。可见，自媒体导致的 “第四种权力”亟需制约。

三、规制：辩证对待网络谣言的调整

　　在自媒体的背景下，既然原有的公共人物理论力图营造的权利平衡已经不再持续，就
需要采取措施应对这种失衡以求达到新的平衡。不过，在讨论采取何种方式来减弱乃至消

除网络谣言负面影响之前，有必要辩证地对待网络谣言，承认它有部分积极功能，并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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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应对措施时力求理解、认识和利用这些功能。

　　 （一）自媒体时代谣言的内容与功能

　　在汉语词典中，谣言是指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３８〕有学者在整合各种关于谣言的

定义之后将其界定为：某些人或团体、组织、国家，根据特定的动机和意愿，散布的一种

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的、缺乏事实根据的、通过自然发生的、在非组织性传播通路中所流传

的信息。〔３９〕关于谣言的产生和传播，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总结了一个公式：谣言 ＝

（事件的）重要性 × （事件的）模糊性。〔４０〕从产生到评价再到传播，谣言的生命周期并非

单向的，而是循环往复，并且经传播后其内容会产生变异，使人再次评价其是否可信，并

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再次传播。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光速传递，造就了谣言的数量和传播范围、

传播速度以几何级的速率扩大和提高，谣言对于当事人和社会秩序的伤害与影响程度也大

大超过以往。

　　中文语境中的网络谣言往往跟虚假信息联系在一起，打开互联网，轻易就能发现谣言

的肆虐横行。为什么这些谣言会产生且让很多人相信并传播？有人在自媒体上作这样的解

读：“谣言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

传和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

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目前谣言已无法止于智者，只能止于言论自由。”〔４１〕

　　如果我们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审视这段文字，会发现它当然有需要批判的地方，但也颇

值得深思。尽管谣言是反事实的，但有时候也确实能反映出某些真实的东西，比如某种真

实的心理与情绪。很多时候，谣言并非无懈可击，甚至稍加审慎地思考就能发现破绽。耐

人寻味的是，很多人愿意相信、传播谣言并且乐在其中。桑斯坦对这种现象解释如下：首

先，每个人都是有限理性人，没有人全知全能。总有一些真相是人们所不了解的，因此，

所有的人都可能相信那些看起来似乎合理的谣言。〔４２〕比如，对于网络上关于耶鲁大学前校

长施密特严厉批评中国学术风气和学术群体品格的传闻，耶鲁官方早在 ２００９年 ９月就发布

声明指出其不真实，〔４３〕但这段传闻前段时间还仍然在我国很多论坛、微博和微信上流传，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言论符合人们的某些印象和观点，受众的认同感相当高。其次，每个人

都有受自己的情绪、情感所影响乃至控制的时候。在接触不确定的信息时，人们受主观心

理影响的可能性更大，而这些主观因素会大大提高人们相信与传播谣言的机率。也就是说，

客观公正是相对的，人们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客观中立，总是有或多或少的偏好与偏

私。在面对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信息时，这些偏好、偏私甚至偏见都有可能或明或暗地影

响人们的决定，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与自己立场接近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是谣言。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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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因素也使得人们更愿意质疑与自己立场不一致的言论与信息。〔４４〕因此，与其说谣言反

映的是真相，毋宁说谣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真实情感与心理感受。从学理上认识、

分析谣言，可以发现谣言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心理的暗示。它表达了谣言制造者、传播者

和相信谣言者的类似于抗议的情绪，可以为社会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提供方向指引。此外，

谣言在制造混乱的同时，也具有缓解冲突和释放压力的功能。通过这种缓解与释放，可以

避免社会冲突达到不可控制的阀值。执政者或研究者从积极方面来审视谣言，并采取适当

方式加以引导，可以避免一些社会和法律问题发展到不可控的程度。

　　 （二）作为 “第三条道路”的规制

　　面对网络谣言，大体而言有三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是彻底的市场化，即像自由至上主
义者所主张的经济上自由放任政策那样：最大的市场，最小的干预。让各种思想在市场中

竞争拼杀，让那些最能为人们所接受和青睐的思想留存下来，让市场自动完成淘汰的过程。

其代表人物是霍姆斯大法官：“我们所追求的至善，惟有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才能更好地实

现———检验真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自身的力量去赢得受众，……我想

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警惕，防止那些要钳制思想表达的图谋。”〔４５〕在互联网初步兴起时期，

就有人主张网络上的言论不应该受到管制，法律应该就此止步，以便让言论通过自由竞争

的方式优胜劣汰。最后能够被保留和被信任的言论，就是胜利者，就应该受到尊重。这种

观点类似于希望将网络变成早期美国的狂野西部，〔４６〕让各种言论在自由竞争中完成进化并

形成秩序。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实施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国家，以这样的方式应对网

络谣言的策略是否可行，颇值得怀疑。

　　第二种是集权主义的路径。它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计划经济或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流派法
家的严刑峻法，主张对信息的传播进行严厉的控制，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制

裁。〔４７〕依照这种思路，要对言论进行事先的审查，通过控制言论的流转来避免侵权可能性。

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学术观点，不如说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因为，即便想做到 “防民之口”，

在现代社会也无法有效实施。在规范层面，基本上所有正常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包括言

论自由在内的诸种表达自由，集权主义的处理方式与这种自由形成直接对立，因而缺乏规

范的正当性来源。在道义层面，作为基本权利的表达自由，是作为宪法保障的核心———人的

尊严———的外在表现，与权力限制、权利保障的宪法基本原理根本一致，集权主义的路径缺

乏道义的正当性来源。在现实层面，想要在自媒体时代禁锢人们的言论和思想，除非闭关

锁国、与世隔绝，否则定会遭到人们的强力反抗。可见，对于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而言，

此路径是绝对行不通的。

　　第三种是中间路线，即在完全的自由与严厉的管制之间寻找一个 “中道”。也就是说，

立足于言论的表达者和受众之间的权利诉求和公共利益，在表达自由、信息的自由流转与

个人名誉与隐私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一 “中道”，可以称为规制，它是在承认、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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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调整。在限制与保障这些相互冲突的权利与自由时，它势必会做出

取舍。其具体含义是：首先，要在宪法层面宣示表达自由与个人名誉和隐私的规范性基础，

通过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确认这些权利的内容、范围，明确规定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

救济，同时强调在限制宪法基本权利时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其次，就公共

人物与谣言规制的问题而言，要将公共人物的分类与层级在理论上进行清晰化、概念化，

对公共人物的范围加以限定，对言论所指向的公共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和表达自由之间

的关系加以梳理，并对这些言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定位。再次，对于公共人

物之间的名誉权、隐私权和表达自由之间的关系，需要结合其身份、影响力、与之接近的

媒体、受众情形等具体进行分析。对于恶意的标准要结合公共人物的具体情形进行精细化

处理，区分一般恶意与实质恶意。最后，对不同言论的层级与现代法治的关系也应区别对

待。对于那些与人的尊严、自治、民主的法治精神和正常思想市场秩序等价值更加贴近的

言论，限制时应该秉持更加审慎的态度。

四、路径：对公共人物网络谣言的规制方式

　　在传统媒体时代，确定诽谤公共人物的准入门槛很高，要达到实质恶意的程度。设立
这一标准的理由在于，公共人物能够基于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更正错误的陈述。在自

媒体时代，由于信息发布和流转的极大便利，各类公共人物和普通人通过网络发布言论或

纠正错误陈述都易如反掌。如果说表达自由是营造思想市场的前提，那么这个市场上的各

种不同言论在交锋之后并不会自动地提升个人自由和自治、推进政治民主和发现真相与真

理。这个虚拟的市场，就跟现实中的市场一样，也存在着 “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存在

着不公平竞争，存在着仓促、冒失的 “非理性消费”，存在着如何追究产品质量责任等现象

与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规制这些失范现象，维持一个有秩序的思想市场。

　　 （一）事先预防：可追索的匿名

　　自媒体时代是信息 “过于开放”的时代。〔４８〕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轻易找到并且享

受自己需要的信息，同时也会面临名誉权和隐私权受到侵犯的可能性，以及虚假错误信息

所引发的社会骚动及不安。这个时代的公共人物，比以往更容易出名并获得身份、名誉、

地位、认同感、影响力、经济利益，也更容易通过其包括谣言在内的言论影响到他人的权

益和公共利益。

　　一般而言，自媒体时代的公共人物，不管发布信息时是否使用真实姓名，在既有的规
范体系内，大多可以确认该公共人物的真实身份。〔４９〕我国采用的网络实名制是 “后台实名

制”，即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时既可以用真实姓名也可以用虚拟名称。但在之前注册时，个人

的真实信息都已经存入网络服务商的数据库中。如果想追索言论发表者的身份，通过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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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以做到。〔５０〕当然，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规定违反了 “对称原则”，因为在真实世界中

人们可以匿名发表言论。〔５１〕这种观点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

真实世界的匿名行为确实能够隐藏身份，比如有的人带着面具，从外表看确实无法判定身

份。但一旦他的言论或行为涉嫌违法，警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确认、追索当事人的身份。

尤其在当前，摄像头遍布大街小巷，如英国就有４００万个闭路电视监控摄像头，伦敦居民更
是人均每天受到３００个摄像头的监视。〔５２〕其次，政府部门通过计算机存储技术掌握了大量
包括面容、指纹等在内的个人信息，要查找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难事。

因此，即便是真实世界中的匿名，也基本上属于 “可追索”的匿名。

　　网络世界的特有属性使得可追索的匿名更为必要。网络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传递达到光
速的程度，可以使谣言传递极为迅速和极具弥散性。有学者指出，信息传播的高效率并不

是对其进行规制的理由，就像在方舟子与韩寒之争中，韩寒有几千万粉丝，并不意味着国

家要对韩寒言论的真实性施加更严的要求，更不意味着一个没有粉丝的人，就可以大放厥

词、恶语中伤他人。〔５３〕这种观点混淆了公共人物和一般人物的界限。方舟子是公共人物，

作为自媒体的普通人发布针对他的言论，如果不构成实质恶意，并不需要其承担不利后果，

这是方舟子成为公共人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如果是作为公共人物的韩寒对方舟子

发布诽谤性言论，则应是后文要探讨的公共人物之间表达自由与侵权的问题。必须指出，

对网络与自媒体进行规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高效率，而是因为这种信息传递的高效

率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更为严重。高效传输方式带来的损害，有很多典型例证，如多年前的

“非典”和不久前的 “盐慌”都带来巨大社会恐慌，“香蕉癌症”给蕉农造成了重大损失，〔５４〕

等等。因此，实行可追索的匿名对于惩治侵权行为、救济受损权利势在必行。

　　 （二）事后追惩：适度的警示效应

　　１．适度警示效应的必要性
　　由于网络公共人物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发表的任何言论都可能引发普遍的关注。比
如，李开复曾因安检时不小心触碰到了口袋里的手机，打出英文字母 “Ｏ”并上传网络，结
果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引发了新浪微博上１７５６次转发和１４４９条评论。〔５５〕这一例子突出
体现了网络公共人物对于信息传播的影响力。如果利用这种影响力发布虚假信息或诽谤性

信息，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侵权。但是，毕竟公共人物也享有宪法规定的表达自由，因此需

要平衡这种表达自由和谣言所侵犯的他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同时将社会公益纳入考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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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人们在注册微博或论坛时，只有微博加 Ｖ认证的情况下需要提供个人关键信息，如身份证号码等。一般人并
不要求输入个人关键信息。因此，非 Ｖ博主可能会存在难以追索的问题。这也是下文所涉的 “僵尸粉”、“买

粉”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但是，个人只要有互联网账号或需要提供网络注册信息 （如机场 ＷＩＦＩ等公共网络
需要提供手机号码注册，校园网等也需要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在技术上就能追索到信息来源。

参见王凌?：《为什么网络实名制侵犯了言论自由：基于 “对称原则”的论证》，厦门大学法学院工作论文

（未刊稿）。

参见曾剑强等：《伦敦遍布摄像头》，《羊城晚报》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
参见前引 〔５１〕，王凌?文。
参见杜骏飞：《流言的流变：ＳＡＲＳ舆情的传播学分析》，《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３年第
５期；江素珍：《谣言传播机制研究———以 “盐慌”事件为例》，《新闻世界》２０１１年第 ９期；马应珊、罗昌
爱：《香蕉致癌？无稽之谈！》，《人民日报》２００７年４月６日。
李开复错发一条无意义微博引发数千人围观，凤凰网，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１＿１２／１２／
１１２７２３９５＿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７月２日访问。



　　在保障表达自由和规制谣言传播的时候，需要考虑 “警示效应”。〔５６〕它指的是人们由

于担心事后遭受严厉的惩罚，而不敢任意发表言论。在一个正常国家里，为了保护和保障

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宪法规范中必须有表达自由条款。对表达自由的过分限制会僵化国

民的思想活力，必须审慎对待。然而，为了维护一个健康有序的思想市场，某些情况下的

警示效应是必要的选择。当社会影响和偏颇吸收使得谣言被传播并保存下来时，思想市场

的自动调控就失灵了。一个毫无顾忌发表言论而不受处罚或不担心受到处罚的社会里，是没

有警示效应的，但这样的社会也是 “不堪入目”的。〔５７〕我们需要的不是处罚缺席，而是需

要通过法律和其他规范将警示效应维持在一个适当程度。当然，有时候事前的预防制度也

有可能导致 “警示效应”，但这种效应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担心事后惩罚的严厉性而产生的。

　　２．确定公共人物之间侵权的方式

　　按照既有的公共人物理论，不管是掌握政府权力的高官，还是一不小心 “被公共化”

的打网游的大学生，只要成为公共人物，都只能在证明侵权方具有 “实质恶意”的情况下

才能追究其责任。同时，不管这些言论是客观上服务于公共探讨，有利于个人自治、政治

民主或发现真理与真相，还是仅仅为了寻求商业利益甚至满足某些 “八卦”之心或恶俗趣

味，只要公共人物想维护个人权利，都要求证明侵权一方达到 “实质恶意”的程度。此时，

公共人物理论变成了一个 “筐”，只要被贴上公共人物的标签，就可以放到里面，完全忽视

不同人物、不同言论的性质与特点。考虑到不同人物的影响力与博弈能力，不同性质的言

论对于民主、自治和真理的意义不同，需要区别对待，细化处理。

　　从既有的公共人物被侵权的案例来看，公共人物基本上都局限于个人，偶有案例涉及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都遮遮掩掩，呈现 “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情态。如在 “马丁诉晚星

报”一案中，法院一方面认为公司不具有个人的声誉而只有商业信用，“格茨案”所建立的

划分公共人物和私人的标准不适用于此，另一方面又要求承包商证明报纸具有实质恶意，

将公共人物的标准适用于公司。〔５８〕公司或其他组织虽然不具有隐私权或个人声誉，但确实

存在商誉，且相对于一般的公共人物，公司或其他组织具有更强的接近媒体的能力和博弈

能力，甚至具有操控媒体的能力。有些情况下，这些公司或组织本身就是强有力的媒体，

甚至是类似 “明日帝国”那样的媒体集团，〔５９〕这样的集团富可敌国，甚至具有对抗一个国

家的资源与能力。在这个时候，没有理由不将公共人物的标准适用于它们，以求与其他公

共人物的权利、一般公众的权利以及公共利益保持平衡。

　　如果将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视为公共人物，随之而来会产生该类公共人物之间及它们与

作为个人的公共人物之间有关表达自由的纠纷与冲突。这个时候，在同为公共人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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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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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Ｆ．Ｓｃｈａｕｅｒ，Ｆｅａｒ，Ｒｉｓｋ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５８Ｂｕ．ＬＲｅｖ．６８５（１９７８）．
参见前引 〔２９〕，桑斯坦书，第１２４页。
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ｒｉｅｔｔａＣｏｒｐ．ｖ．Ｅｖ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ｒ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４１７Ｆ．Ｓｕｐｐ．９４７，９５４－９５６（Ｄ．Ｄ．Ｃ．１９７６）．《晚星报》报道说，
国防承包商 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ｒｉｅｔｔａ为一个将要结婚的空军军官举行了一场宴会，四五十人的来宾中有三分之一是这个
承包商的亲信。其中有两个妓女也参加了宴会，公司支付每个妓女三千美元。

《明日帝国》是００７系列电影之一，讲述的是一个拥有 《明日报》的传媒大亨，为了垄断媒体的利益，不惜

挑起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 “明日帝国”可以作为对那些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具有重大影响力媒体的代称，

它们有能力对国家提出尖锐而直接的挑战。参见沈逸：《应对 “明日帝国”的挑战：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信

息与国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下，让一方举证另一方具有 “实质恶意”，把涉嫌侵权的公共人物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就打

破了公共人物理论设立的本意，同时也造成了不均衡与不公平。此时，不应忽视双方的具

体情形，简单笼统地适用实质恶意标准，而应该立足于实际产生的影响，考虑是否应适用

一般恶意标准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冲突。

　　首先，要看当事人所借助的媒体。从均衡或同等原则出发，如果被侵害一方能借助媒
体澄清事实、挽回声誉，那么可以认定涉嫌侵权的一方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如果

双方借助的媒体差别很大，如涉嫌侵权一方借助的是网络或自媒体，另一方借助传统媒体，

或者在网络或自媒体上力不从心，无法通过媒体澄清事实或挽回声誉，此时可以认定为

侵权。

　　其次，要看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与影响力。如果双方实力均衡或相差无几，可以考虑不
构成侵权。如果涉嫌侵权的一方实力远远高于被侵权一方，此时运用实质恶意标准会造成

严重的不均衡。因为让一个弱势者提供证据证明一个在司法实践中极少被证实的 “实质恶

意”，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被媒体指控为涉嫌制造炸

弹恐怖袭击的保安，〔６０〕虽然他被动地成为了公共人物，但他的实力与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当

地报刊相比实在过于薄弱，这个时候若采用实质恶意，只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平。

　　第三，要看信息接受者。涉嫌侵权的一方将虚假或诽谤性信息制造或传播出来之后，
如果被侵权一方能够将澄清的信息传播给受众群体，就意味着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澄清

事实，因此涉嫌侵权的一方就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如果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可以考

虑通过法律规定让涉嫌侵权方承担责任。当然，被侵权方未必要将澄清的信息传播给虚假

或诽谤性信息的每一个接收者，但至少应让那些核心与主要接收者收到该信息。〔６１〕

　　此外，自媒体时代还出现了另一种特殊的公共人物———虚拟的公共人物，如前文中提到
的非自愿成为公共人物的 “铜须”。当这种虚拟的公共人物之间或与真实的公共人物之间发

生侵权纠纷时，如何适用公共人物理论？虚拟公共人物之间，由于不发生当事人真实世界

中名誉权或隐私权的损害，因此无需通过实证法的路径来解决。如果一方通过曝光另一方

真实世界中的隐私或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侵犯其名誉，则形成了虚拟人物与真实人物之间的

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实人物想通过法律救济自己的权利，依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应获取涉嫌侵权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对于实在无法获取真实身份信息的，可以通过要求发

布信息的网站或博客屏蔽侵权言论而得到解决。

　　具体在我国的语境下，公共人物发布针对其他不涉及公权力的公共人物的网络谣言时，
要厘清双方所借助的媒体性质与影响力、信息接受者的情况和被侵权一方采取的救济措施，

具体确定何时适用实质恶意标准来判定是否触犯了侵权责任法并需承担法律责任。当公共

人物发布的谣言涉及一般公众与非自愿公共人物时，由于双方实力的严重不均衡，应采用

一般恶意标准。当公共人物发布的谣言不涉及具体的人或机构时，如果严重损害了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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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７（２００６）．



益与秩序，应视行为情节与后果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６２〕当然，也可能存在这样

一种现象：公共人物发布、传播了谣言，但未达到实质恶意或一般恶意的程度，出于对表

达自由的保护，根据既有的法律规定无法令其承担侵权后果。此外，也可能存在造谣后果

与所受惩罚不对称的现象。〔６３〕这是法律力不能及之处，也是法治建设的必要代价，以避免

出现过度的 “警示效应”，导致正常的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难以进行。作为法律的替代手

段，可以考虑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对网络公共人物的言论进行约束，使其在发表或传播言

论时保持审慎态度。譬如，如果微博大 Ｖ经常发布或传播谣言，国家基于对表达自由的保
护又无法限制或剥夺其发言权，论坛或微博的提供者或网络服务商可以在显著位置标明该

身份曾经发布多少次谣言，这些谣言被转发与评论多少次，何时、以何种方式已证明这些

是虚假信息。这既是对言说者的一种告诫，又没有侵犯其表达自由，同时也是对信息接受

者的一种善意提醒。不过，由于具有大量粉丝的博主或论坛主持人可能会基于 “眼球经济”

给网络服务商带来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收益，这就需要网络服务商具备基本的社会责任感。

通过社会组织形成一种要求公共人物进行自律的社会规范，也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式。如

中国互联网大会就曾发出倡议，要求包括公共人物在内的网络人士在发表言论时遵守一些

底线要求。〔６４〕当然，在规制主体的法定权限内，在符合法定程序与法治基本原则 （如比例

原则）的前提下，也可以通过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其进行明示性要求。

　　 （三）全程贯彻：理性网络文化与公平竞争的思想市场

　　１．理性网络文化的培育
　　公共人物发布或传播谣言之后，想要消除谣言的影响，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
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和人的有限理性往往会造成人们对认定事实与理解规则产生偏差，

这种偏差造成信息在流转过程中被歪曲，而谣言在这样的歪曲和循环往复过程中得以强化

并更加符合传播人的心理预期。在此种意义上，谣言比真相更符合受众群体所想要的。谣

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谣言接受者的心理状态，因而更容易被信任、吸收和进行下一轮的

传播。可见，谣言有其能够迅速传播的社会心理土壤。同时，人类天生具有好奇心，不同

于常态的生活、“赚眼球”的事件往往会引发强烈关注。即便是对谣言进行纠正，纠正后的

信息也未必会为公众所关注和接受，因为它既不新奇又不符合某种 “真实”的社会心理和

公众预期。例如，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一位自称３岁参军、２７岁就拥有副师级上校军衔的女性在
微博上备受关注，并被网民称为 “总参一姐”。这种明显违背常识的谣言，在被新华社官方

微博确认为虚假信息后，仍然在新浪微博上继续发酵、广为传播，相关主题的微博共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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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２５条的规定，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另根据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规

定，通过互联网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谣言的，均要依法予以处罚。刑法上相关罪名有：煽动分裂国家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等。

例如，只有当散布谣言行为与现有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相符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刑事制裁，而绝大多数未踩刑法

红线的造谣传谣者，虽然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却仍可逍遥于刑法之外。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日，中央电视台举行的 “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就承担社会责任问题达成了遵守 “七条底

线”的共识。这 “七条底线”分别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

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参见董海博：《凝聚共识需要 “底线意识”》，《人

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了十万余条。〔６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信息流瀑。一旦一定数量的人
开始相信谣言，其他人也会跟风，除非有更好的理由证明信息是假的。从众的人数越多，

谣言也就越被相信与接受，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流瀑。〔６６〕当然，信息流瀑也有助于传播真

相。当多数人相信某一信息的真实性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相信。比如，多数人并不能运

用充足的物理知识来论证 “地球是圆的”，但多数人都相信这是真理。由此可见，真相或真

理与谣言有着同样的传播方式，关键在于如何营造适合真相或真理传播的环境。第二，培

育人们理性、审慎地对待网络信息的教化任务尚未完成。或许有人认为，谣言被信任、真

相被放逐这一奇怪现象，与相关部门没有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有关。〔６７〕但偏颇吸收与信

息流瀑的理论已经证明，信息公开或许会有助于提供真实信息，人们却未必会认可与接受

对谣言的澄清。桑斯坦认为，相对于信息公开，培育一种审慎地对待网络信息的理性文化

氛围似乎更为有效。〔６８〕这样可以让人们明白大量的互联网信息未必可靠，应对谣言保持警

觉。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政府的公信力到社会信任的培育，都是一项长期的、富有挑

战性的工作。〔６９〕

　　２．公平竞争思想市场的营建
　　网络公共人物拥有巨大的信息传播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从其拥有成千上万甚至上千万
的粉丝数量就可窥见一斑。这使得其发布的信息可以高速和高效地传递。同时，众多的粉

丝数量极易形成 “群体极化”现象，即一群具有相同倾向的成员在商议之后可能使整个群

体的观点向着已有的倾向进一步滑动，最终形成极端的观点。〔７０〕因此，当网络公共人物散

布或传播谣言的时候，更有可能形成一种极端的观点，造成对他人权利乃至社会秩序的威

胁和损害。群体极化常常是在群体成员 “抱团取暖”或 “互壮声势”的情况下产生的，粉

丝的数量往往会对此产生影响。在大量粉丝存在的情况下，核心粉丝或活跃粉丝更容易通

过自我认同形成极化的观点。但是，网络上存在大量购买粉丝的现象，花费少量的金钱就

可以购买数以千计的 “僵尸粉”，让自己的粉丝群体数量庞大，同时吸引更多的粉丝。粉丝

作为一种商品，交易市场已经颇具规模。随着人们意识到 “僵尸粉”的存在，现在又有了

“活粉丝”买卖这种 “升级版”，即由兼职网友 “养”着的粉丝，这些粉丝会定期更新博

文、发评论，看上去跟真的粉丝一样。虽然 “僵尸粉”不能直接传播信息，但是可以造成

博主人气很高进而可信度很高的效果，吸引真正的粉丝加入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扩大博主的

话语权，而 “活粉”则更能帮助博主提高人气从而让博主言论的影响力大幅增加。就像一

般的市场需要在基本的秩序之下才能正常运行一样，思想市场要想运作良好，也需要基本

的市场秩序，而购买粉丝的行为恰恰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是对其他公共人物或普通人言

论的一种间接压制，也为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和公共秩序的潜在可能性提供了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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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人物理论视角下网络谣言的规制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参见王璐：《微博谣言中 “塔西佗陷阱”的 “公众总不信”表现及应对》，《东南传播》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参见前引 〔２９〕，桑斯坦书，第３５页。
参见陈力丹：《论突发性事件的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参见前引 〔２９〕，桑斯坦书，第１５０页。
参见郭春镇：《从 “神话”到 “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法律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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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通过行业自律、法律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等方式，限制购买粉丝的行为。

　　社会的发展使得某些领域中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亟需通过理论完善和制度进步来构建
新的平衡。社会就是在平衡———失衡———再平衡的过程中不断进步，人的权利也在这一过程

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实现和保障。公共人物理论在创立之初，是为了通过确立对表达自由和

知情权的优先保护来限制握有政府权力资源的公共官员，后来则逐渐扩展至那些握有经济、

社会资源的群体。自媒体的发展，使得 “公共人物”的队伍进一步扩大，甚至每个人都有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特定的场景下成为 “公共人物”，进而对他人的权利产生威胁，使得

经由公共人物理论而恢复的基本平衡又发生倾斜。因此，有必要通过发展公共人物理论、

规制网络谣言，来实现再平衡。这种再平衡需要把法人和其他组织纳入公共人物概念之中，

同时调整公共人物与媒体之间、公共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应结合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当

事人双方的身份及影响力、借助的媒体、受众群体对于该言论的接受程度等因素，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这种再平衡也需要通过各种路径规制公共人物传播谣言行为。应在结合法治

原则、自媒体特点和社会心理学知识基础上，借助法律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设立事前可

追索的匿名制度、事后进行制裁并能达到适度 “警示效应”的规则，同时将培育理性网络

文化环境、营造公平竞争思想市场的理念贯穿其中，以求在言论自由、名誉权、隐私权与

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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